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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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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是新时代数实融合战略与绿色转型要求的应有之义。 构建数字经济与旅游生

态效率耦合协调的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非期望产出 Ｓｕｐｅｒ⁃ＥＢＭ、非参数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和随机森林回归等方法，测
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进而分析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中国数字

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均显著增长，其耦合协调度也明显提升，三者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格局。 全国尺度下耦合协

调度分布呈集中化趋势；东部地区趋于集中，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多级分化。 （２）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显

著路径依赖特征，各省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增长，但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当与高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相邻时，本地省域

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概率明显提升。 （３）二者耦合协调受多因素的非线性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因素贡献率较大，而政策因素

贡献率较小。 经济收入、市场需求、城镇化和交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总体增强并在较高水平维持稳定，而政府调控的影响则呈

相反趋势。 本文可为系统厘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与

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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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为关键载体，通过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来驱动生产与消

费活动变革的全新经济形态［１］。 由于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与强关联性，其正以空前力度和深度向实体经济

领域加速渗透，并实现协调、互动与融合。 研究表明，当前服务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与融合度最高，其次是工

业和农业［２］。 截至 ２０２３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５３．９ 万亿元，其中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高达 ４５．６３％［３］。
作为服务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旅游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飞速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民生

福祉的重要引擎［４］。 特别是，旅游业因其强综合性与高开放性等特性，其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了数

字经济的深度渗透，并由此催生新产品和新动能［２， ５］。 然而，既往粗放式旅游经济增长模式引发的资源环境

问题（特别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过多）仍然突出，成为旅游创新发展与数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掣肘［６］。 旅游生

态效率是指在既定资源投入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与环境负面影响（碳排放）的最小化，其根本目的是在

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资源环境的改善［７］。 耦合协调是指多元系统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所形

成的协调关系，其本质在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被视为推动数旅融合的关键途径［８—９］。 因此，构建数字经济与

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分析框架，并基于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双重视角开展实证研究，是紧扣数旅融合时代

背景与旅游转型现实需求，推进数实融合在旅游领域加速实现的科学探索，对助推旅游生态转型与数实深度

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关于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１）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

单向影响。 部分文献从数量视角展开，首先以旅游总人次［１０］、旅游总收入［１１］ 和旅游消费支出［１２］ 等指标来度

量旅游发展，进而分析数字经济在其中的作用。 然而，由于追求数量的粗放增长模式直接造成了资源闲置、配
置低效等现实问题［４］，已难以契合现阶段质量变革的迫切需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从质量视角出发

展开分析。 其中部分学者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来度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探讨数字经济对其的作

用［１３—１５］。 同时，鉴于效率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核心维度［４］，另一部分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利用投入产出指

标来评估旅游发展效率 （如旅游经济效率［１６］、旅游绿色发展效率［１７］、旅游碳排放效率［１８］、旅游生态效

率［１９］），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经济对其的影响。 （２）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的协调关系。 鉴于数字经济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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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呈现显著的协调趋势，如何多角度地促进其协调发展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 当前，学界主要聚焦于三

个主题：①协调测度。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发展［２０—２２］、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８—９， ２３］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此外，少数研究［２４］关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旅游发展效率之间的耦合协

调。 ②时空演变。 既有文献多采用空间自相关［９， ２０， ２２］、标准差椭圆［２５］、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２５］等研究方法，探讨

了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③影响因素。 前人文献多采用障碍度模型［８， ２１， ２３］、地理探测器［９， ２３］、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２， ８］等方法，分析了影响二者耦合协调的关键因素，包括政府调控、城镇化、对外开放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仍亟需拓展：第一，当前研究视角已从单向影响转向耦合协调，并更加关注

旅游发展质量。 然而，这些研究构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多依赖宏观指标而非直接旅游指标，致使

结果的可靠性与普适性存疑。 相比之下，效率评价因其多采用关键的直接旅游指标，能够更为真实客观地揭

示其质量。 遗憾的是，少数耦合协调研究虽开始向效率聚焦，但仅涉及数字经济子维度，且忽略了旅游引发的

资源环境问题，难以有效应对数实深度融合与旅游生态转型的双重挑战。 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

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以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第二，在时空演变分析方面，既往研究多采用空间自

相关、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的截面特征（如空间关联、空间差异），忽视

了地理背景与空间邻域影响下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转移趋势，难以契合社会经济发展动态演变的现实情

境。 第三，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传统的数理统计方法（如障碍度模型）或计量回归模型（如
面板 Ｔｏｂｉｔ），旨在分析关键因素对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的贡献程度或线性影响。 然而，这些方法忽

视了各因素边际效应的动态非线性特征，导致研究结论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所具有的差异性、长期性等复

杂特征相脱节，最终难以因地制宜地指导实践。
鉴于此，本文构建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分析框架，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省域数据为样

本，在采用熵值法和非期望产出 Ｓｕｐｅｒ⁃ＥＢＭ 模型分别测算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采用非参数核

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变特征。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从
相对重要性与非线性效应双重视角揭示关键因素的影响，旨在推进数实融合在旅游领域的加速实现，以期为

旅游生态转型与数旅深度融合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依据。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理论基础

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推动旅游生态效率提升的重要动力［１７， １９］；同时，旅游生态效率提升意味着旅游业

的提质增效与生态转型，本质上体现了旅游发展质量的提升，进而为数字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

需求动力［７， ２６］。 特别是，当下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的融合态势日益显著，二者关系势必愈发紧密［２１］。 因此，
本文将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视为一个耦合协调系统，二者交互耦合、协调共生，其耦合协调机理如下

（图 １）：
数字经济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扩大旅游发展规模、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和促进旅游技术创

新三个方面实现。 具体而言：（１）首先，扩大旅游发展规模。 数字经济推动了旅游与相关产业间的资源整合

与信息共享，由此促进旅游产业链延伸并向网络式发展，进而扩大旅游供给规模［５］；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有效

缓解旅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游客的信息获取成本，从而推动旅游需求规模扩张并加速其向现实客流转

化［５， ８］。 因此，规模效应持续释放，从而推动了旅游集约化与低碳化发展［２７］。 （２）其次，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重塑旅游产业生产、运营、组织和管理模式，促进要素数字化与协调化［９］，并推动资本、技
术和劳动力等要素跨部门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特别是驱动要素流向具备更高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新部

门［１３］，进而推动旅游产业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 因此，结构效应持续释放，从而推动了旅游提质增效与生态

转型［２７］。 （３）最后，促进旅游技术创新。 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知识积累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 数字

经济能够有效突破旅游地的时空限制并拓宽知识传播渠道，由此加速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与绿色技术等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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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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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市场主体间的流动、共享与积累［１４］，特别是有助于提升其协同创新能力［５］，进而促进旅游技术创新。
因此，技术效应持续释放，从而提升了旅游生态效率［１７］。

旅游生态效率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拓展数字应用场景、倒逼数字创新升级和改善数字发展环

境三个方面实现。 具体而言：（１）首先，拓展数字应用场景。 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浪潮下，旅游业的

提质增效与生态转型高度依赖于资源与服务要素的数字化更新和改造［２６］，尤其体现在旅游酒店、景区、交通

等需实现低碳转型的重点领域［６］，其中涉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 这

有效拓宽了数字应用场景，进而推动了数字经济增长［６， ８］。 （２）其次，倒逼数字创新升级。 随着游客数字素养

的持续提升，其更加依赖数字平台以满足自身多元化、绿色化与品质化需求［９］。 旅游业是典型的需求导向型

产业，这客观决定了其会持续推动与农业、文化等相关产业的数字化融合与改造，由此产生乡村旅游、文化旅

游等融合业态，进而对数字技术、数字基建等提出了更高要求［５， ８］。 这有效倒逼了数字创新升级，进而推动了

数字经济增长［９］。 （３）最后，改善数字发展环境。 发展数字经济会消耗大量资源［６， ２８］。 旅游的提质增效与生

态转型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环境效益，其不仅能直接为数字化发展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６］，其成功转型所形成

的光环效应与信号效应，还能提升整个地区的吸引力，从而为数字产业吸引更多外部市场投资和争取政府信

贷优惠［２６］。 这有效改善了数字发展环境，进而推动了数字经济增长［６， ２６］。
１．２　 指标体系

１．２．１　 数字经济

学界虽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指标体系方面仍未达成共识。 鉴于单一指标难以客观揭示数字

经济发展的全貌，本文参考现有研究［６， ９， １４］，同时考虑数据可得性，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潜力、数字产业

化与产业数字化四个关键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构成了数字经济

发展的物质基础，其内容包括移动与宽带互联网等［９］。 数字创新潜力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主要体

现在资金支持、劳动供给和创新产出等方面［６］。 数字产业化代表了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构成，涵盖邮政、电
信、软件服务业等业态［１４］。 产业数字化反映了数字化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变革的进程，涉及数字化转型中形成

的数字管理、数字交易和数字金融等应用［９］。
１．２．２　 旅游生态效率

基于现有研究［１７， ２９—３２］，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从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三个维度，构建旅游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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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具体而言，选取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能源作为投入指标，资源指标以旅行

社、星级酒店和 ３Ａ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来衡量［２９］；劳动力指标采用旅游业从业人数来度量［３２］；资本指标

采用旅游业固定资本存量来度量［１７］；技术指标用旅游专利授权数量表示［２９］；能源指标反映旅游经济活动的

能耗水平，以旅游能源消耗量表示［１７， ３１］。 在期望产出方面，鉴于中国不同区域和景区之间可能存在旅游接待

人次的重复统计问题［３０］，本文采用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指标［１７， ３０—３１］。 对于非期望产出，本文采用“自下而

上”法测算旅游碳排放量，将其作为衡量指标［１７， ３１］。

表 １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细分维度
Ｓｕｂ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具体指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数字经济 数字基础设施 移动互联网 每万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宽带互联网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字创新潜力 资金支持 研究与试验发展费用内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劳动供给 每万人拥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当时量

创新产出 每万人数字经济相关专利数

数字产业化 邮政产业 邮政业务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电信产业 电信业务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软件产业 软件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产业数字化 数字管理 采用信息化管理企业比重

数字交易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数字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旅游生态效率 投入 资源 旅行社数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星级酒店数量

３Ａ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劳动力 旅游业从业人数

资本 旅游业固定资本存量

技术 旅游专利授权数量

能源 旅游能源消耗量

期望产出 经济效益 旅游总收入

非期望产出 环境影响 旅游碳排放量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熵值法与非期望产出 Ｓｕｐｅｒ⁃ＥＢＭ 模型

熵值法能够有效避免主观赋权导致的偏差，被广泛用于权重测算中［８—９］。 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测算数

字经济指标权重，继而结合线性加权法测算其综合值，详细公式可参照现有研究［２２］。 数据包络分析是学界用

来测算效率的重要方法。 其中，径向模型（ＢＣＣ 或 ＣＣＲ）忽视了松弛变量的误差，非径向模型（如 ＳＢＭ）损失

了指标的比例信息，从而导致效率偏估问题［７］。 非期望产出 Ｓｕｐｅｒ⁃ＥＢＭ 模型不仅能够有效克服这些局限，同
时还能够对决策单元进行区分与排序［３３］。 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生态效率评价并逐渐扩展至旅游领域［３３］，因
此本文采用该方法测算旅游生态效率，详细公式可参照现有研究［３３］。
１．３．２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是揭示多元系统间耦合协调关系的重要方法，在社会、经济、旅游及环境等领域应用广

泛［６， ８—９］。 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测算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Ｄ ＝
∏

ｎ

ｉ ＝ １
Ｕｉ

１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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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１
Ｕｉ

æ

è
ç

ö

ø
÷

ｎ

é

ë

ê
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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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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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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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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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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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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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 为子系统数量；Ｕｉ为子系统 ｉ 的评价值（标准化）；ａｉ为权重，与现有研究类似［２， ２２—２３］，本文考虑二者同

等重要，均取 ０．５。
１．３．３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不依赖于先验的分布假设，而是由数据本身驱动。 它通过核密度分布曲线的位置、形
态、延展性和极化程度等特征，揭示研究对象的动态分布情况，已成为学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动态特征的重要

方法［２５］。 公式可参考现有研究［２５］。
１．３．４　 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链是一种描述系统状态随时间演变的随机过程模型，在捕捉系统动态转移特征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３４］。 传统马尔可夫链将系统状态划分为 Ｋ 种类型，并通过一个 Ｋ×Ｋ 的转移概率矩阵来揭示状态间的转移

规律。 空间马尔可夫链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地理背景的影响。 它将每个单元的空间邻域状态（空间

滞后项）同样划分为 Ｋ 种类型，进而以此为条件，构建多个条件转移概率矩阵［３５］。 Ｐｋｉｊ为区域在第 Ｋ 种邻域状

态下，从 ｔ 年状态 ｉ 转移到 ｔ＋１ 年状态 ｊ 的概率值。 公式如下：

Ｐｋｉｊ ＝
Ｑｋｉｊ

Ｑｋｉ
（２）

式中，Ｑｋｉｊ表示在第 Ｋ 种邻域状态下，类型 ｉ 转变为类型 ｊ 的区域数量；Ｑｋｉ表示在第 Ｋ 种邻域状态下，类型 ｉ 的
区域数量。
１．３．５　 随机森林回归

随机森林回归是一种集成机器学习算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构建大量决策树并进行集成学习，以提升模

型的预测精度与稳健性［３６］。 该算法在回归分析中表现出显著优势，不仅受噪声数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影

响较小，还能够有效处理高维特征和非线性关系，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经济、环境管理和旅游地理等研究领

域［７］。 本文采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旨在系统分析社会、经济与政策等多维因素对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

耦合协调的影响。 具体涉及两方面分析工具：一是基于均方误差增加量评估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识别数字经

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关键影响因素；二是通过绘制偏依赖关系图，可视化特定因素对数字经济与旅

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非线性效应。
１．４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部分数字经济指标的数据最早可追溯至 ２０１１ 年。 同时，由于 ２０１９ 年后新冠

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业）造成显著冲击，纳入后续年份数据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偏差。 因

此，为保障结论的可靠性与合理性，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３０ 个省域（受数据限制，未包含西藏及港澳台）
为研究样本。 此外，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标准，将 ３０ 个省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 原始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 少数缺失值采用插值法填

补，价格型数据均以 ２０１１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测算结果及其分析

采用熵值法与非期望产出 Ｓｕｐｅｒ⁃ＥＢＭ 模型，分别测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
结果见图 ２。 （１）数字经济结果分析。 研究期内全国数字经济呈显著增长态势，且形成“东部＞中部＞西部”的
区域差异。 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相继出台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

要》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２０１７ 年，“数字经济”一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
因此，２０１７ 年后全国数字经济迎来了更为显著的增长。 在此进程中，东部地区在居民数字素养、数字基础设

施和数字产业规模等方面优势明显，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 相较之下，中西部地区在上

述方面相对薄弱，其数字经济发展也较为滞后。 （２）旅游生态效率结果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尽管受环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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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潜在影响，全国旅游生态效率表现出显著的波动性，但其整体数值仍趋于上升，由基期的 ０．７５０ 提高至

末期的 ０．７７２。 究其原因，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国家愈发重视环境治理与绿色低碳转型。 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这有利于倒逼区域旅游向低碳化和集约化发展［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产业结构、市场规

模与经济转型等优势加持下，东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均值（０．７８６）整体上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值（０．７７８ 和

０．７２１），但后者内部仍存在高效率省域（如贵州、吉林等），它们可能主要得益于丰富的生态资源和较低的碳

排放，这支持了现有研究发现［７］。

图 ２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测算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２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２．２．１　 总体趋势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并在全国、区域与省域层面呈现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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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全国层面。 全国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增长态势，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４２９ 抬升

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０．６２６。 究其原因，数字经济凭借其高渗透性与强关联性，正与旅游领域呈现显著的融合趋

势［２１］。 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在旅游创新转型及低碳发展中的深入融合与应用，这催生了智慧酒店、智慧景区

和智慧交通等新业态［６］。 这些旅游重点减排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不仅推动了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也为数字

经济增长提供了多元的应用场景［２６］，从而强化了二者耦合协调关系。 （２）区域层面。 二者耦合协调度形成了

“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省域在数旅融合深度和低碳减排手段等方面更具优势，因而耦合

协调关系相对更强。 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与旅游低碳转型方面的发展均相对滞后，其中西

部地区的问题尤为突出。 尽管西部地区生态资源禀赋具有较高潜力，但其缺乏完善的旅游市场与数字基础设

施，这一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 （３）省域层面。 研究期内，数
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均值排名前三的省域分别是北京、广东和上海，位居末三的分别是宁夏、青
海和甘肃。 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其极差达 ０．４８９。 这可

能主要归因于各省域旅游市场规模与资源禀赋等差异，以及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

图 ３　 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总体趋势

Ｆｉｇ．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２．２　 动态分布

鉴于总体趋势分析仅能反映静态特征，本文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

率耦合协调的动态分布特征，结果见图 ４。
从全国来看，核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位置与区间范围均逐渐向右转移，表明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

耦合协调度整体提升。 就分布形态而言，主峰高度显著上升，同时宽度有所收窄。 该结果表明，尽管省际差异

依然存在，但这种差距正在缩小。 就分布延展性而言，曲线出现了轻微的右拖尾现象。 这表明，虽有低值省域

在逐渐向均值靠拢，但部分省域（如北京、广东和上海等）的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仍高于全国

均值，形成了领先优势。 就极化程度而言，曲线始终呈单峰形态，表明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在

整体提升的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而是呈现集中化发展趋势。
从区域来看，三大区域曲线中心位置与区间范围均逐渐向右转移，表明各区域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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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协调度整体提升。 就分布形态而言，三大区域主峰高度均显著提升，同时宽度有所收窄。 西部地区的曲

线宽度大于东部地区，表明其内部省际差异相对更大。 这可能主要归因于西部省域之间数字基建与旅游规模

的极大差异。 譬如，四川和陕西在上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青海和新疆等深处内陆，制约了数字经济渗透和

旅游市场开拓。 就分布延展性而言，东部和西部地区拖尾现象不明显，中部地区则存在轻微左拖尾现象，表明

其内部仍有少数省域偏低。 就极化程度而言，东部地区分布曲线总体呈现单峰形态，中部和西部地区则表现

为多峰形态，说明后者存在多级分化现象。

图 ４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核密度分布曲线

Ｆｉｇ．４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３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动态转移

为弥补前述分析在揭示地理背景作用下动态演变趋势的不足，本文首先基于四分位法［３４］，将数字经济与

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低、较低、较高和高四个等级；继而采用传统与空间马尔可夫链，深入分析其

动态转移特征。
２．３．１　 基于传统马尔可夫链

基于传统马尔可夫链结果（表 ２）可知：（１）对角线元素（最低为 ０．５８９３）远大于非对角线元素（最高值为

０．２３２１），表明各省域维持原有状态等级的最低概率为 ５８．９３％，即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存

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 （２）各省域在邻近状态等级之间转移较为活跃，而在非邻近状态等级之间转移则较

为困难（最大概率仅 １．７８％）。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增长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特

征，即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增长。 这可能主要归因于各省域资源瓶颈的限制。 （３）对角线顶端状态等级

低和高的概率分别是 ８４．３８％和 ９０．６３％，明显大于中间状态等级的概率，表明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

协调可能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
２．３．２　 基于空间马尔可夫链

通过对比分析表 ２ 与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表 ３）可知，在不同邻域背景下，转移概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受到邻域背景的显著影响。 这一现象可能主要与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以

及区域旅游合作有关［６， ８］。 同时，在不同邻域背景下的结果均显示，对角线元素概率显著大于非对角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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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且各省域在邻近状态等级之间的转移较为活跃，而非邻近状态等级之间的转移则较为困难。 这一结果

从空间视角证实了路径依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的存在。 此外，邻域背景对各省域的影响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 具体而言，当本地省域与耦合协调度高（低）值省域相邻时，其向上（下）转移概率通常会得到提升。 譬

如，不考虑邻域背景时，状态等级较低省域的向上和向下转移概率分别为 ２１．４３％和 １７．８６％。 当其与状态等

级低省域相邻时，二者分别变为 ０．００％和 ３３．３３％；而当其与状态等级高省域相邻时，则变为 ２７．２７％和 ９．０９％。

表 ２　 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ｏｖ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ｒｉｘ

等级
Ｌｅｖｅｌ

低
Ｌｏｗ

较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较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高
Ｈｉｇｈ

低 Ｌｏｗ ０．８４３８ ０．１４０６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００

较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０．１７８６ ０．５８９３ ０．２１４３ ０．０１７８

较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２１ ０．６７８６ ０．０８９３

高 Ｈｉｇｈ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３７ ０．９０６３

表 ３　 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ａｒｋｏｖ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ｒｉｘ

邻域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等级
Ｌｅｖｅｌ

低
Ｌｏｗ

较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较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高
Ｈｉｇｈ

低 Ｌｏｗ 低 ０．９３１０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低 ０．３３３３ ０．６６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７７ ０．６９２３ ０．００００

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１４ ０．９２８６

较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低 ０．６９２３ ０．３０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低 ０．１４２８ ０．６４２９ ０．２１４３ ０．００００

较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０．６８７５ ０．０６２５

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６７ ０．９３３３

较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低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低 ０．１１１１ ０．６６６７ ０．２２２２ ０．００００

较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０８ ０．６９２３ ０．０７６９

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３３ ０．９１６７

高 Ｈｉｇｈ 低 ０．９３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低 ０．０９０９ ０．６３６４ ０．２７２７ ０．００００

较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３ ０．７３３４ ０．１３３３

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 ４ 显示，在本地与邻域状态等级均发生向上转移的省域中，河北、山西、广西、云南、陕西和新疆等西部

省份表现突出。 这一方面可能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红利，释放了其巨大的后期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尚未稳定。 黑龙江与山东是仅有的两个本地与邻域均发生向下转移的省份。 值得

注意的是，北京、吉林、江苏、湖南、广东等 １０ 个省市保持了本地与邻域的稳定。 这再次证实了中国数字经济

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突破现有发展格局面临较大挑战。
２．４　 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

２．４．１　 影响因素的选取

鉴于数字经济与旅游转型及其耦合协调关系显著受到社会经济与政策环境的影响［５］，本文参考现有研

究成果［４—７， ９， ２９， ３７］，并考虑数据可得性，基于经济、社会和政策三个关键维度选取影响因素。 具体选取依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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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本地与邻域状态等级转移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省域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本地转移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邻域转移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省域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本地转移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邻域转移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北京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河南 向下转移 维持平稳

天津 维持平稳 向上转移 湖北 维持平稳 向下转移

河北 向上转移 向上转移 湖南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山西 向上转移 向上转移 广东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内蒙古 向上转移 向下转移 广西 向上转移 向上转移

辽宁 向下转移 向上转移 海南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吉林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重庆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黑龙江 向下转移 向下转移 四川 维持平稳 向上转移

上海 维持平稳 向下转移 贵州 维持平稳 向上转移

江苏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云南 向上转移 向上转移

浙江 维持平稳 向下转移 陕西 向上转移 向上转移

安徽 向上转移 向下转移 甘肃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福建 向下转移 向上转移 青海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江西 向上转移 维持平稳 宁夏 维持平稳 维持平稳

山东 向下转移 向下转移 新疆 向上转移 向上转移

首先，经济维度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收入、对外开放与市场需求。 经济收入为数字经济发展与旅游生态

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在推动数旅深度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９］。 相较于反映总体经济规模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人均可支配收入（元）能更直接地表征居民购买力，是激发数字与旅游消费的最

直接物质基础［３７］，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度量指标［２， ３７］。 对外开放不仅为数字经济发展与旅游生态转型提供了

资金支持，还有助于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与产品技术［６］，从而推动数旅融合的深入发展。 本文采用外商直接

投资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度量该变量［６］。 市场需求为数字服务产品与低碳旅游产品的创新提供了直接的市

场信号，是推动旅游生态转型及其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内在引擎［７， ９］。 本文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人）作为其代理变量［９］。
其次，社会维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城镇化和交通水平。 城镇化为设施、人才和产业等集聚提供了必要的空

间载体［２９］，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旅游生态转型，是推动数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基础［９］。 本文采用城镇率

（％）作为其代理指标［９］。 交通水平关乎旅游地的空间可达性［２９］，有助于压缩区域时空距离和促进资源要素

流动，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旅游生态转型，同时加速数旅融合发展［６］。 公路网络因其在连接区域内部及

辐射腹地方面具有基础性与普适性，其密度高低可能直接关系到旅游地空间可达性的优劣［４， ２９］。 因此，本文

采用公路密度（公里 ／平方米）作为其代理变量［４， ９， ２９］。
最后，政策维度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规制与政府调控。 环境规制能够倒逼旅游低碳发展和提质增效，并

加速数字技术在旅游转型与低碳治理中的应用［６］，从而推动数旅深度融合。 传统指标（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仅能反映环境规制的某一侧面，而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部门的工作纲领，能更为综合地体现其政策意图［３８—３９］。
因此，本文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的词频数量（个）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３８］。 政府调控在完

善数字基础设施与规范低碳旅游行业秩序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有助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７］，进而影响数字经

济发展与旅游生态转型及其协调关系。 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作为其代理指标［５， ７］。
２．４．２　 相对重要性分析

各变量 ＶＩＦ 均小于 ７．５，表明共线性问题不会对模型造成显著影响［４］。 运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分析上述

关键因素的影响，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０．８５０，均方误差为 ０．００２，表明其解释力度较大。 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

相对重要性工具评估了各因素的贡献率（表 ５）。 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城镇化、市
场需求、经济收入、交通水平、政府调控、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 也就是说，社会与经济维度因素的贡献率明显

高于政策维度因素。 这表明，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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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可能在于，政策更多作为一种外部调控工具，而产业融合的内生活力则从根本上由市场需求和经济收

入等因素主导［５］。 该结论支持了现有研究的观点［６］，即生态转型中的数旅融合受政府调控、环境规制等政策

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 具体来看，城镇化与市场需求的贡献率均超过 ２０％，且后者仅稍低于前者，这不仅印

证了城镇化在推动数旅融合中的重要作用［５］，还揭示了数旅融合的市场导向型特征［２， ７］。 经济收入与交通水

平的贡献率均超过 １０％，而前者更高。 这表明，完善的交通网络固然为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提供了基础条

件，但最终激发数字与旅游消费市场的核心动力，仍源于居民的实际购买力（经济收入）。 特别是，较高的购

买力能将潜在客源市场有效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从而减少资源闲置，避免了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效率损

失。 此外，政府调控、对外开放与环境规制的贡献率均低于 １０％，表明其对数旅融合的影响相对较弱，这为现

有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证据［５—７］。

表 ５　 相对重要性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贡献率 ／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排名
Ｒａｎｋ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贡献率 ／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排名
Ｒａｎｋ

经济收入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９３ ３ 交通水平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ｅｖｅｌ １３．８１ ４

对外开放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３．４４ ６ 环境规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４１ ７

市场需求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２６．７９ ２ 政府调控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６９ ５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６．９３ １

　 　 本文对部分变量（经济收入）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缓解异方差影响

２．４．３　 非线性效应分析

基于随机森林回归中的偏依赖关系图，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

调的非线性效应（图 ５）。 具体如下：
（１）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的边际效应始终为正，且其强度经历了从缓慢增长到加速增长，再趋于相对平

稳的演变过程。 这主要归因于，经济收入提升通过供给优化与消费升级，为数旅融合提供了深层动力。 一方

面，经济收入的提升意味着财政税收的增强，从而政府有更充足的资金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供

给。 另一方面，经济收入的提升会推动游客消费向高品质、绿色化等方向转变，这种消费升级催生了智慧酒

店、智慧景区等融合业态，进而加速数旅深度融合［２］。 但随着业态成熟与消费饱和，这一效应将逐渐稳定。
（２）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边际效应呈先缓慢降低、后缓慢提升、继而快速降低并在较低水平趋于平稳

的演变趋势。 尽管效应值有所降低，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对外开放在为数字经济发展与旅

游生态转型带来资金要素的同时，还吸引了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并引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与产品技术［８］，
进而有助于加深数旅融合发展。 然而，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存在‘污染天堂’
现象［４０］；此外，对外开放吸引的资源要素受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影响［５］，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其促进作用。

（３）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的边际效应始终为正，且其强度经历了加速增长后在较高水平趋于平稳的演变

轨迹。 究其原因，市场需求通过释放市场信号和规模效应，为数旅融合创造了更具活力的发展环境［９］。 具体

而言，市场需求的快速扩大向市场主体释放出积极的需求信号，从而吸引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资源要素向高市

场需求区域集聚。 随之，资源要素的持续积累带来了显著的规模效应，进而降低成本、促进资源共享，最终有

助于促进数旅融合的深度发展。 然而，可能受制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瓶颈，这一效应在后期将逐渐趋

于稳定。
（４）城镇化。 城镇化的边际效应始终为正，且其强度呈现先缓慢降低，后加速提升，最终转为缓慢提升的

演变趋势。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需耗费大量资源要素，这会对用

于数旅融合的资源要素造成挤出效应。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一方面，人口规模优势催生了高品质、多元化

数字与旅游消费需求［５］，进而推动了智慧旅游、数字旅游等融合业态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了显著的人

才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进而促进资源共享、降低创新成本［５， ２９］，这为数旅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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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影响因素非线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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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交通水平。 交通水平的边际效应始终为正，其强度呈现先加速提升后轻微下降，进而在较高水平维

持相对稳定的变化轨迹。 这主要归因于，交通水平的提升显著压缩了区域时空距离，降低了游客的时间与成

本，进而促进了客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要素的有序流动与扩散［４， ６］，最终为数旅融合提供有力支撑。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初期，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使得此阶段交通水平的边际效应增长

态势相对更强。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其支撑作用逐渐成为常态，这使得效应的增长态势随之减弱，
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６）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的边际效应始终为正，其强度初始在低水平保持平稳，随后加速提升，达到高点

后经历短暂缓慢下降，继而再度缓慢上升，并最终在较高水平维持相对稳定。 当环境规制较为宽松时，企业面

临的低碳转型压力较低，可能将本可用于技术创新的资源优先用于环境治理（即产生“挤出效应”） ［４１］，因此

在短期内，其对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影响较为有限。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更强的环境

规制压力将迫使企业引入数字化监控、清洁技术等降耗减排技术或措施，进而显著促进数旅融合，但随着数字

经济发展与旅游生态转型模式的成熟，该效应可能会随之减弱［５］。
（７）政府调控。 政府调控的边际效应强度呈现先在较高水平维持相对稳定，随后加速下降，最终在较低

水平保持稳定的演变趋势。 尽管效应值有所降低，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究其原因，政府调控有助于完善数

字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并规范行业秩序，进而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这不仅直接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与

旅游生态转型，也深度催化了数旅融合。 然而，过度政府干预可能造成资源闲置与效率损失［４］，从而削弱其

边际效应。 这间接表明，政府应更多地发挥基础性调控作用，而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协调交融，
最终可能更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５］。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当前，中国旅游业正处于数字化融合和生态化转型的重要阶段。 为回应数旅深度融合的现实需要与学理

关切，破解旅游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问题间的矛盾，本文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

演变及影响因素，旨在推动数实融合在旅游领域的加速实现，进而为促进旅游生态转型与数实深度融合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
首先，本文在分析框架层面拓展了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研究。 当前研究视角已从单向影

响［１１］转向耦合协调［２］，并更加关注旅游发展质量［８—９］。 然而，其构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涉及较多

宏观社会经济指标（如森林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等），而非直接旅游指标，致使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普适性存

疑。 在此背景下，采用直接旅游指标的“效率”视角，为客观揭示旅游发展质量提供了更优路径［４］。 遗憾的

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效率［１６］、绿色发展效率［１７］、碳排放效率［１８］、生态效率［１９］的单向影

响。 少数研究虽开始关注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效率间的耦合协调，但仅涉及数字经济子维度（如数字普惠金

融），且忽略了旅游经济增长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２４］。 因此，本文探索构建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

调的分析框架，是对现有研究的丰富与拓展。
其次，本文将马尔可夫链应用到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研究中。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空间自

相关［２０， ２２］、标准差椭圆［２５］、趋势面分析［２１］等方法，考察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关联和差

异等特征。 研究表明，二者耦合协调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并存在空间互动关系［２２］，这与本文

的结论类似。 然而，这些静态截面分析方法忽视了地理背景影响下耦合协调状态的动态转移趋势。 因此，本
文应用马尔可夫链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显著路径依赖特征，各省域难

以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增长。 当与高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相邻时，本地省域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概率明显提

升。 这一发现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２， ８—９］，进一步揭示了数旅融合的动态转移概率与长期演变趋势，从而

深化了对该过程演化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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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引入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与政策因素对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

相对重要性与非线性效应。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传统回归技术或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

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２， ８—９］。 如舒小林等［８］ 采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发现经济发展和交通水平等能够促进数字

经济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 然而，这些方法难以量化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无法揭示其非线性效应。 因此，
本文采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展开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受多因素的非线性影响，其中，
经济收入、市场需求和交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总体增强并在较高水平维持稳定。 并且，社会经济因素贡献度

较大，而政策因素贡献度较小。 原因可能在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外部干预手段，而数旅融合则可能主要由市

场需求和经济收入等因素所驱动［５］。 这是对既往影响因素分析的深化与拓展，进而也有助于因地制宜地指

导实践。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鉴于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城市尺度的旅游能源消耗、碳排放等关键数据

（尤其是交通以外的部分［２９］）难以获取。 此外，部分数字经济与旅游指标的数据最早仅可追溯至 ２０１１ 年，同
时 ２０１９ 年以后新冠疫情对旅游发展造成了显著冲击。 因此，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合理性与稳健性，本文最终基

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分析。 未来若能通过旅游卫星账户、实地调查等途径，补充城市尺度的关

键数据并扩展其时间范围，将有助于深化相关认识。 其次，受限于数据可获取性，旅游生态效率的部分指标仍

有待完善。 为回应学界关于其社会效益产出指标的关切［２９，３１］，未来研究可采用定性分析（如专家访谈）与定

量分析（如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社会福利指标（例如游客满意度、旅游教育）并采集相关

数据，从而丰富和完善现有研究。 最后，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或时空

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以探讨各因素的组态或时空异质性影响，从而丰富研究内容。
３．２　 结论

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省域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分析与回归技术等方法，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旅游

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
（１）研究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二者耦合协调度也明显提升。 同时，数

字经济、旅游生态效率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分异特征。 此外，全国和东部地区

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集中化发展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明显的多级分化。
（２）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演化呈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各省域耦合协调度难以在短期

内实现跨越式增长，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特征。 此外，邻域背景会对本地省域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当与高耦合

协调度的省域相邻时，本地省域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概率明显提升。
（３）二者耦合协调受多元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因素贡献率较大，而政策因素贡献率较小。 此

外，各因素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 经济收入、市场需求、城镇化、交通水平等的影响总体增强并在较高水平稳

定；而对外开放则呈相反趋势。 政府调控的影响总体降低并在较低水平稳定，环境规制的影响则先提升后降

低并在较低水平稳定。
３．３　 启示

基于上述主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重视因地制宜，推动三大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发展。 第一，东部地区应发挥数字经济

优势，建设绿色低碳旅游标杆项目。 例如，在上海、厦门和青岛等滨海城市开发沉浸式低碳旅游体验系统，借
助智能算法优化景区能耗管理，形成技术驱动低碳转型的示范模式。 第二，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应同步建立低碳转型机制。 例如，安徽等省份可借鉴江苏、浙江和上海等东部地区的低碳治理经验，设立低碳

旅游示范区，并通过财税激励降低旅游企业数字化与低碳转型成本，实现产业升级与环境改善的协同推进。
第三，西部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重点推进生态资源数字化开发。 例如，在西藏、青海和甘肃等省

份，将自然景观（如雪山、湖泊、森林）与虚拟技术融合，创新生态体验产品，构建可持续的价值实现机制。
推动区域协同，破解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的路径依赖困境。 第一，积极推进跨区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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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础设施与数据要素的共建共享。 例如，在数字资源集聚区（如长三角地区），可试点建设低碳旅游数据共

享平台，实现游客行为分析、碳排放监测等关键数据的跨域协同管理。 第二，建立健全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

机制。 例如，支持东部省份如广东与西部云南、新疆等地依托现有协作框架，共同开发融合 ＡＲ 技术、生态保

护与低碳旅游的创新产品，从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第三，加快组建区域智慧旅游与低碳旅游协同发展联盟。
例如，在旅游资源富集区域（如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可通过推广统一服务标准体系和区域旅游一卡通等

措施，促进云南、贵州、四川等沿线省份的旅游协同，从而打破游客跨区流动的行政障碍。
优化影响因素，多措并举促进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 第一，提升经济因素效能。 政

府应利用经济收入增长的财政基础，优先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与低碳旅游服务供给；同时，通过精准调控外资，
防止市场无序竞争。 数字及旅游企业则需敏锐识别市场需求，积极开发数字旅游、低碳旅游等差异化产品。
第二，释放社会因素效能。 合理利用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优化交通网络规划，构建低碳

旅游交通体系，促进区域资源高效流动，加速人才、技术和市场融合，从而推动数字经济与旅游生态效率的协

调增长。 第三，优化政策因素效能。 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等环境治理手段，避免规制过松或过紧，力求

减少短期挤出效应，激发长期绿色创新效应。 此外，需持续推进政府职能向服务与引导转变，提升政策响应能

力，实现与市场机制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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